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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警政署（2011）資料統計，2006至2010五年期間兒少嫌疑犯人數從原本的10,846人增加至11,574人，平均每年增加145.6人。對於逐年攀升的青少年犯罪人數，除了讓人感到憂心忡忡，也使我們不得不重新省思影響青少年犯罪行為的重要因素是什麼？
當個體脫離嬰幼兒期後，其主要學習環境就由家庭遷移到學校，且隨著年級數遞升，留在校園的時間也就拉長。在中學時期的升學壓力助長下，放學後不是朝回家路上而是補習班，只為求應付三天一小試，五天一大試的教育環境[footnoteRef:1]。然而並非所有青少年皆能在這種競爭環境中取得平衡，部分青少年逐漸失去學習熱忱，最後自暴自棄，而學校也多半將這些學生視為頑石，鮮少重視他們（林文瑛、王震武、黃富源，1999）。此外，社會經濟結構改變，泰半家庭為雙薪制，親子間相處時間壓縮許多，導致親子關係壓力增大、衝突機會攀升（曾妙音，2011），也間接提高了同儕對於青少年的影響力（陳靜怡、曾芳蓮，2009）。有鑒於校園環境是青少年階段學子一天中花最多時間的地方，該環境中的人事物應該是左右其在此階段學習與成長結果的關鍵點，本文擬以學子在校園環境中之同儕影響、學業表現以及師生關係三方面來探討其對青少年犯罪行為的影響。 [1: 依據新北市短期補習班資訊系統（2012）統計，2003至2012年間升學取向的文理補習班從3,556家飆至10,561家，而這資料還不包含未立案的部分。] 

在同儕影響方面
青少年是個體成長階段中的風暴期，Ryan（2007）指出從生理發育到心理成熟的生命發展中，眾多的改變、挑戰與機會即是孩童到青少年這段期間的重要特性。依據Erikson（1963）所提出的心理社會發展階段，青少年正面臨自我認同的危機任務，而這種自我認同感的建立，除了青少年需仰賴自己多方嘗試摸索外，有另一部分與渴望同儕的認同有關（引自吳英璋、溫明晶，2005）。吳瓊洳（1998）研究發現國中生的重要他人依序為同儕、父母、手足等；內政部（2012）發表99年臺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中也指出，當青少年有困擾時，同儕朋友是他們第一個尋找的商談對象，這情形與20年前的報告相比毫無改變。由此可知，同儕在青少年生活中著實扮演重要的角色，卻也可能是青少年是否誤入歧途的關鍵因子之一。
青少年邁向社會化的過程之中，同儕扮演不可或缺的媒介。同儕團體幫助青少年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如何根據他人及自己的需要和願望來調整行為，從這些經驗中慢慢明白何時該堅持己見，何時該讓步（黃淑玲，1995）。青少年的行為也容易受到同儕的影響，如學校表現、網路以及吸菸藥物，甚至政治傾向（Campbell, 1980；Bauman & Ennett, 1994；Delgado-Gaitan,  1986；Urberg, Shyu, & Liang,1990），這些影響範圍除了明顯的外在行為外，也觸及至正負價值觀面向（Padilla-Walker&Bean,2009）。不過，同儕對青少年發展影響常被聯想到負面現象（Tate,2001），而以往研究也多偏向探討同儕的負面影響。但另一方面，Williams（1981）認為過去大多數研究都無法將同儕選擇（peerselection）的影響排除在外，Smith（2010）也曾報導有些研究解釋青少年的失序或反社會行為受到同儕影響的程度並不大，而主要是受到腦部變化的所致。
不同性別所形成同儕關係與影響可能會有內容性或嚴重性等差異，（Weerman&Hoeve,2012）例如：Mears、Ploeger與Warr（1998）研究結果發現在同儕及道德發展因素介入之下，男性與女性所產生的犯罪行為也隨之變化；Hollin、Marsh與Bloxsom （2011）也指出男性比女性有較多的暴力；Piquero, N.L.、Gover、MacDonald與Piquero, A.R.（2005）也提出男性青少年受犯罪同儕的影響比女性更高。
綜上所述，不論是正向或負向影響，同儕朋友對於青少年這階段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而台灣現階段的青少年，因而和朋友相處的時間比父母還來的多很多，換言之，受到同儕的影響層面之深且廣是如此可預見的事，產生犯罪行為的可能性也就隨之大增。
在課業表現方面
士農工商四個字道盡華人世界的職業地位，儘管近年來教育部標榜教改的旗幟，打著減輕升學壓力的口號，但升學主義掛帥的陰影仍揮之不去，也因社會瀰漫一股文人至上的風氣，成績高低往往被拿來作為評斷個人優劣的準繩。過去探究犯罪的相關文獻當中，也往往都會提及犯罪人口有學業低成就的跡象（文永沁，2007）。學業低成就的青少年一方面會感到自尊受到打擊，另方面則因此被旁人貼上標籤，反而可能成為個體產生犯罪行為的誘發因子。自尊受個人認同的影響（陳坤虎，2000），而青少年這時期又是發展自我認同的關鍵時期；在重視成績環境下成長的青少年，也多半會因旁人而在意自己學業上的表現（簡美玲，2006）。因此，這個階段的青少年會透過課業表現來尋求自我的認同感，當表現好時，自我認同感就會增強，自尊心也會提高；反之，當表現不佳時，也會有較低的認同感及自尊心（Aryana,2010）。在課業上表現不佳的青少年，容易對學習以及學校其他事物失去興趣，可能就會尋求其他途徑找回其自尊及成就感，而最壞的狀況就是出現破壞規定的行為，甚至是犯罪行為。李旻楊（1991）的研究即指出有高達50%~70%成績低落學生曾在校園中出現各類偏差行為，而有暴力性偏差行為學生的比例則高達33%。青少年加入幫派的新聞來屢見不鮮，加入因素亦相當複雜，有學者就指出青少年參與幫派多為學習上的失敗者，通常是希望藉著參與幫派尋求新經驗，追求被尊重之感覺（侯崇文、侯友宜，2000），而Loeber（1996）的研究也發現學校表現不佳與犯罪行為的頻率、嚴重性以及持續性有關（引自McCord, Widom, Bamba, & Crowell, 2000）。
當個人自尊受到他人踐踏，武裝防衛是動物本能，尤其長期處在學業壓力的環境下，並非人人都可以當第一名時候，部分青少年會選擇跨越法律的手段來捍衛，改以非法行為來尋求他人認同，抑或受他人貼上「壞孩子」標籤的作用下，而逐漸產生偏差行為。標籤化本身不一定是負面的，但當青少年被貼上負面標籤時，就可能引發污名化現象。汙名化會扭曲旁人對某事物的見解及形象，進而傷害個人的自尊，Lemert（1951）與Becker（1963）探討貼標籤與青少年犯罪間關係的研究時，即認為青少年接受到負向的人際回饋會助長負面的個人評價以及更嚴重的犯罪行為（引自McCord et al., 2000）。
升學率高的學校會贏得多數人的肯定，可能使學校偏向採能力分班的情形相對嚴重，造成在校成績表現不佳的孩子容易被貼上負面標籤。儘管政府教育當局已在努力消除這種價值觀，然而情況似乎未能有效改善。例如，國小逐年增設資優班的情況（賴寧寧，2007），到近日因政府決議高中社區化，而傳出有建中學生排斥與成績中等的學生一起上課的「人渣說」謠言，就不難發現成績所給予的標籤化是如此深烙在社會大眾。又以2012上演的電影「陣頭」為例，在電影中陣頭、八家將原是一種屬於台灣本土文化的表徵，而過去曾發生幫派透過陣頭為名義吸取青少年加入幫派，引發家長恐慌進而要求政府將陣頭列為管制對象（楊雅靜，2010）；發生此事後，對於原本只是一種民間信仰投射的陣頭而言，在經過大量負面新聞媒體報導後，讓一般民眾對於加入陣頭的青少年們也全都投射為一群不學無術、惹事生非的孩子。另外，一項針對青少女研究也發現，當她們和其他同學起衝突或對某老師感到不滿時，學校老師會針對少數民族賦予負面標籤化（Flores, 2009）。
生活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中，青少年極易因學業成績低落而產生自暴自棄及挫折，轉而在現實世界中尋求其他途徑找回自尊。學業低成就的青少年接受作為其「壞孩子」的負面形象標籤，向其他同樣也被歸類為壞孩子的同儕團體尋求認同及歸屬感（蔡德輝、楊士隆，2002）。簡言之，貼標籤的行為極可能是將青少年推向折翼天使的主謀之一。近幾年來外籍新娘人口數大幅提升，其所產下的下一代儼然形成一股少數族群，而這些新台灣之子承受異樣眼光也不時耳聞，這些孩子從小受到環境的不平等對待，產生自卑感及身分的不認同，若未及早介入與輔導，這些國家未來的主人也不必等到青少年時期，就很可能出現偏差甚至是犯罪行為，這些都是我們必須及早加以防範的。
在師生關係方面
尊師重道是華人社會普遍流傳的觀念，不過近幾年來，師生間衝突不時被媒體搬上檯面大肆報導，造成學校間師生的關係緊張。姑且不論每件衝突背後的肇因，但師生關係的決裂著實對青少年犯罪行為有某種程度的影響王美娟（2003）。處在升學主義的教學體制下，多數學校教師容易因許多因素而對學生產生不同期待，而這樣期待也對學生產生不同影響。課業成績較好的學生，往往得到老師較多的讚賞與關愛，因而與老師的關係也比較密切；反之，課業表現較差的學生，常受到老師苛責、處罰等，因而與老師的互動較為生疏。和標籤化的理論觀點一致，這種被教師否定的結果與之後的犯罪行為是有關連的（Adams&Evans,1996；Thaxton&Agnew, 2006）。
如前面所述，青少年這階段需要獲得他人認同，在學校除了同儕以外就是師長，當青少年無法透過學業來搏得師長們的關注時，就可能會透過偏差行為來吸引他人的注意。某些研究從Elkind（1967）的青少年自我中心現象中的想像觀眾出發，探討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聯性即指出當青少年希望博得「想像觀眾」的讚許時，極可能在公共場合表現荒誕不羈的行為，或者穿著奇裝異服，或參與危險活動，甚至故意對師長做出不敬的行為，而這些偏差行為若未及早介入，最後都可能變本加厲衍生成犯罪行為（江芊瑩，2011；陳民輝，2000；陳慧如，2004；曾育貞，2001），江南發（1990）。另外，教師若具有善變的情緒、刻板、缺乏耐心且對待學生之態度失當等不當行為，也會使學生產生生活壓力，促使其以反社會的行為來解除這些壓力（Kotze，引自高金桂，1992）。如出言不遜引起學生回擊，抑或常把錯過歸咎其身上等行為（蔡德輝、楊士隆，2002）。
在校時間延長，使得師生相處時間增加，因此教師影響學生的行為的機會也大幅提高許多。然而，師生互動品質足以左右青少年會犯罪的可能性，儘管尚無法說明兩者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也提醒我們要加強師生間的交流，培植良好的溝通關係，尤其近年來教育環境與以往南轅北轍，教師扮演的角色不僅僅傳道、授業與解惑而已，更須重視並良化師生關係這一環節。
總結
在大環境變遷下，學校現階段在學生的生活中扮演越來越吃重的要角，所以校園也就成為影響青少年是否犯罪的重要因素，而在這當中又以同儕影響、課業表現及師生關係這三項因素最為明顯與重要。
一、當青少年在學校得不到老師的關愛來滿足自身的心理需求時，同儕扮演的角色就顯得更關鍵，為了融入團體，青少年的外顯行為改變是第一步，藉此來獲得認同感。此時模仿的對象若是與犯罪團體有牽連，則青少年最後演變為犯罪的可能性著實不小。雖然也有研究提出不同觀點，認為暴露在偏差行為的環境不一定會導致犯罪（Mcgloin,2009），不過還是不能忽略此因素的發展性。
二、學業成就在華人世界被視為成功的不二法門，當學生無法從此獲得成就感，自尊心就可能低落，若加上來自師長標籤汙名化及同儕的排斥作用下，青少年可能就此走偏變成非行少年，因此學業也就常常被視為預測少年犯罪的良好指標，Katsiyannis、Ryan、Zhang與Spann（2008）儘管學業與犯罪行為並無直接因果相關，但已有許多文獻證實不佳的學業表現會加劇孩童的問題行為和再犯率。
三、師長就如學校的家長，尤其在現階段大環境下，教師的角色來自社會及家長的期待，更顯得如此，除傳道解惑也似乎扮演著重要照顧者的角色。如客體關係所言主要照顧者的關係形態會影響到各體的未來人際關係，師生間的依附也是如此，當教師缺乏耐心，或是有貼標籤的行為皆會破壞與學生間的連結，最後可能因此點燃青少年心中犯罪的火苗。
本文主要著重於檢視校園環境對青少年犯罪行為的潛在影響因子，並非忽略個人因素成分，只是希望透過本文的整理喚起社會大眾看待現今學校環境對於青少年犯罪行為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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